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第一部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婚姻法，

正式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则。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妇女的

翻身解放，实行婚姻自由。党和苏维

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

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提出

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

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

等口号，受到苏区妇女的热烈拥护。

1931 年 9 月 14 日，湘赣边苏区各

县妇女联合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

案》指出：“婚姻不自由是妇女群众最

痛苦的一件事，但这是由于旧社会制

度政治上、经济上之不平等。如果目

前不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争取苏维埃

政权胜利，取得政治上、经济上的真正

平等，而幻想婚姻自由、妇女大解放是

绝对错误的。对于婚姻问题应保障实

现苏维埃政府男女结婚离婚自由（由

苏维埃公布婚姻条例），废除买卖式的

婚姻制度，废除童养媳制，并深入群众

中去详细解释婚姻自由的真实意义。”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

婚姻法规。从此，苏区妇女在婚姻制

度上获得了解放。

1931年 12月，在各根据地颁布婚

姻条例、作出婚姻方面规定的基础上，

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

席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婚姻条例》正式颁布实行。这部条例

体现了工农革命对几千年封建宗法婚

姻观的彻底否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该《婚姻条例》分为总则、结婚、离

婚、离婚后小孩的抚养、离婚后男女财

产的处理、未结婚登记所生小孩的抚

养及附则 7章，共 23条。它根据《宪法

大纲》的有关规定，确立了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制两大原则，明确规定废除

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

制度，禁止一夫多妻等。《红色中华》报

在 1931年 12月 18日第四版刊登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内容。

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男女婚姻，

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

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第二条强调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

多妻。其他各条也多从保护妇女和儿

童的合法权益出发，作了相应规定。

《婚姻条例》着重于对妇女的保护，主要体现

在对离婚后妇女的保护上。《婚姻条例》依据婚姻自

由和保护妇女的宪法精神，规定离婚后子女归男方

抚养，若女方愿意抚养，则男方负责子女生活费的三

分之一，直至 16岁；男女共同生活期间所负的公共债

务，归男子负责结偿；离婚后，女方如未再行结婚，男

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

毛泽东曾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十个离婚案

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

这表明，妇女在婚姻问题上逐步独立起来，充分享有

了自主权，并在婚姻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勇

于摆脱不合理的封建包办婚姻。

《婚姻条例》不仅彻底否定了过去几千年传统的

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废除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一夫

多妻，而且开创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先河。

但《婚姻条例》是否真正执行落实到位？这可

少不了各地妇女部的调查和建议。

1933年，湘赣苏区妇女与男子一样获得了土地革

命的胜利果实。生活改善了，但在婚姻方面的权益保

障还不够。有的妇女离婚后，其财产、土地、房屋（折

价）仍不能带走，前夫要将这些留给后娶的老婆；童养

媳到列宁小学读书的不少，但有的还受婆婆虐待。

湘赣省委妇女部了解这些情况后，向改善委员

会提出取消童养媳制度和允许童养媳离婚及保障妇

女婚姻方面权益等建议。

在颁布《婚姻条例》后，妇女部还调查了《婚姻

条例》的执行程度，了解到党内一些同志有封建残余

思想，曲解《婚姻条例》，阻碍《婚姻条例》的执行，对

于《婚姻条例》偏重于保护妇女权利有很大的怀疑等

情况后，及时向省委汇报。

在省委领导下，全区掀起了宣传婚姻条例的热

潮，教育干部、群众切实执行婚姻条例，解决妇女的

切身问题，保障妇女权益，同时对婚姻条例的修改和

完善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1934年 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所作

的报告中，对《婚姻条例》实施两年来的情况总结说：

“两年来，在一切苏维埃管辖区域实行了这一法令，

这婚姻制度的实行使苏维埃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

护，广大群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

在男女关系上也得到解放。”

经过两年的实践，根据中央苏区实行《婚姻条

例》后的实际情况和经验，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中央苏维埃政府对《婚姻条例》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

改、完善，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对《婚

姻条例》有关规定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新的婚

姻法除承袭了条例的基本精神外，增加了承认事实婚

姻、保护红军战士婚姻、禁止虐待抛弃私生子等内容，

并对条例的一些条款内容作了更严密、恰当的修改，

使之更切合苏区社会生活的实际，更加人性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苏维埃政权下新

的婚姻制度的确立，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了一次彻

底革命。

1931年 12月，在江西宁都，爆发过一场意义深远

的起义，“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1.7万多名

官兵，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掉转枪口加入了中

国工农红军。宁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发生在

宁都的那次起义，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瞩目？

1931年 12月 5日，一封密文悄悄发往蒋介石的南

昌行营。密文告知蒋介石，南昌的一处中共地下组织

接头地点刚刚被“清剿”，顺藤摸瓜查获了一份印有国

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地下特支领导人姓名的政治决议案

和组织决议案。

二十六路军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在之前的中

原大战中战败，由蒋介石收编过来派驻宁都。本以为已

解除军阀纷争的后顾之忧，准备一心一意“围剿”红军的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支部队中竟然潜伏着一

个中共地下特支。这一消息，对于已经连续几次在“围

剿”中失利的蒋介石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他火速电告

时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迅速缉拿共

党分子。为保险起见，他又派专机到宁都空投了他的

“手令”。然而，孙连仲此时并不在宁都。

九一八事变以后，二十六路军想回北方打日本，孙

连仲自己开了部队出动，后来蒋介石回电了，狠狠地训

斥了孙连仲。

孙连仲曾经是深受冯玉祥器重的一名将领，西北

军战败后，蒋介石采取攻心战，拿出高官厚禄来拉拢收

买已经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将领，其中就包括孙连

仲。蒋介石给他的承诺，是统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

路军。然而，改编后的二十六路军下辖两个师，孙连仲

名义上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调遣其中一个师，兵权早

已被削。如今顺应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的请

求又被驳回，无奈之下，孙连仲选择了观望和逃避。

1931 年，对于二十六路军官兵来说异常难熬，开

春，蒋介石调集 20万大军，分四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

次“围剿”，二十六路军为其中一路。由于红军采取先

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围剿”很快失败。一个

月之后进行的第三次“围剿”，同样因为红军采取了灵

活机动的防御政策而以失败告终。

对这一结果毫无预料的蒋介石，匆忙命令各路人

马撤退，唯独留下早已被其削减武器装备的二十六路

军驻守宁都，并派嫡系朱绍良部在北面堵住其后路，使

二十六路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西北军将士素以骁勇善战、作战顽强著称，尤其

善用刀法，常起到克敌制胜的效果，然而来到宁都，昔

日威震四方的将士已难现当年的英勇，而且有着难以

启齿的“四怕”，怕生病，怕吃大米，怕下雨，怕与红军

交战。

一些被红军俘虏的二十六路军士兵，曾写信回老

部队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加了

工钱，再不受东家的压迫了。他们还特意提到，“红军

内的生活官兵一样平等，没有长官的打骂与压迫”。

这样的描述，与二十六路军士兵时常看到的红军

标语相符。但标语内容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稳妥起见，

1931年 7月间，有心投靠红军的二十六路军官兵派出 3
个代表，“开小差”前去打探情况。当二十六路军官兵

听说红军将领与士兵一样穿草鞋、着布衫，与士兵一样

吃饭、睡觉，他们“竟不顾环境笑起来”。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无视国人的呐喊，

依旧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十六路军官兵绝

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

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但

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并派重兵堵住二十六路军北上的

道路，引起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国难当头，处境艰难。此时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希

望，就是尽快取得共产党的帮助。就在大家通过各种

渠道，为寻找共产党而四处奔走时，他们不知道，其实

早有共产党的地下特支潜伏在军队里，并已将他们的

情况传递给了几十公里外的瑞金叶坪。中革军委根据

情报作出判断，认为此时正是开展兵运工作的绝好时

机，并且当务之急是争取和吸收有革命倾向的二十六

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为了试探究竟，早已被吸收入党的译电部主任罗

亚平给赵博生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信中阐述了

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出乎

意料的是，赵博生的反应显得异常平静，赵博生跟罗亚

平说：“我找共产党已经找了很久了，我苦于没有人引

荐，没有人引路，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我要求加入

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

所不辞！”1931年 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赵博生的入党为起义成功奠定了关键性的一步。当

南昌行营发来电报，要求清除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

时，恰巧由赵博生代替称病休假的孙连仲料理所有军务，

电报被幸运地截下。情况紧急，赵博生表面上回复“尊令

即办”以拖延时间，私下里则以蒋介石的口吻，拟过一份

催促“剿共”的电报，并分头找到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

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共同商议。平日素有分歧的二人，

这一次给出的答复却惊人的一致，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三人决定联名给苏区写信，表明他们加入红军的

诚意和决心。信函很快通过地下特支送到了瑞金。中

革军委根据信中的情况，认为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地组

织二十六路军起义，并派人携带电台，在宁都东南面的

固厚负责指挥联络，后来由于考虑到入冬物资和薪饷

即将运抵宁都，最终决定推迟一天起义。

同时，地下特支派袁汉澄等到瑞金向中共苏区中

央局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并取得指示：以联合红军

抗日为发动起义的政治口号，由赵博生争取七十三旅

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支持起义。经过赵

博生做工作，董、季二位爱国将领同意参加起义，还争

取了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参加。中革军委为保

证起义顺利进行，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

东南固村就近联络指导，并令红四军十二师进至宁

都、广昌之间会同地区箝制国民党第六路军，支援宁

都起义。

1931年 12月 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按计

划指派部队控制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和通往苏

区的交通要道，加强城内城郊的警戒。当晚，赵博生召

集团长以上军官在总指挥部开会，说明形势和二十六

路军的处境及出路。赵博生在讲的时候，一二十个士

兵荷枪实弹往楼上冲，有一个士兵因为过于紧张，枪走

火了。枪声惊动了楼上在座的军官，紧要关头，赵博生

果断宣布武装起义，加入红军。绝大多数军官同意起

义。当晚，整个二十六路军，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未

来赴宴，带领一个团逃走外，其余 1.7万多名官兵携带

两万多件武器加入红军。

1931年 12月 15日，赵博生、董振堂等带领起义部

队开赴中央苏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和苏区军民的热

情接待。16日，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

第五军团”番号，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军团政治

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为

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设三个军，董振堂兼任第十三军

军长，赵博生兼任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

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

这次起义，史称“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不仅使红军

增添了一个主力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拓展了苏维埃

区域，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给了国民

党统治集团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整编训练，红五军团开赴前

线，投入到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

州、南雄水口、建（宁）黎（川）泰（宁）等重要战役，成为

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4年 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红五军团担任

最艰苦的“后卫”任务，在全军掩护任务中表现卓著，为

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五军团因

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宁都起义
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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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游客在宁都起义纪念馆参观，聆听革命故事。 曾嵘峰 摄

赵博生


